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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末民初，云南西部边陲既有土司在内大权独揽，又有列强在外觊觎环伺。为缓解内忧外患的紧张局势，

滇西地区出现了继清初之后又一次改土归流的高潮，弹压委员随之在各个土司地区走马上任。弹压委员

以守卫边境和改土归流为宗旨，施行边政改革，有效地安定了边境地区的社会秩序，促进了土司地区的

社会发展。弹压制度因其上承土司大权，下接县制新政，过渡性质尤为明显，同时也会受到多方因素的

牵制。在滇西土司地区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弹压委员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守边固

圉的任务，推动了西南地区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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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were chieftains 
coming into power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foreign enemy coveting.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ten-
s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the west of Yunnan meets a climax after the early Qing Dy-
nasty. The suppressing officials were o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With 
the aim of guarding the border and changing the land to flow, the projectile pressure committee 
carried out the border policy reform, effectively stabilized the social order in the border area and 
promote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eftain areas.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chieftain and the 
new policy of county system, the transitional nature is especially obvious, and it will be restrained 
by many factors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chieftain area to the official local administrative units 
and the different officials, which is dominated by the suppressing officials, it is essentially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nd stabilizing the central authority in the chieftain area. In this process, 
the suppressing officials have completed the task of keeping the border and promoting the mod-
ernization in the west of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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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雍正年间，鄂尔泰将西南地区的大土司逐一改流，对地方暂时不构成威胁的小土司和偏远地区的土

司保留了下来。而到清末民初，被保留的土司对于域内政局动荡、边境危机四伏，有弊而无一利，这些

土司便成为清末民初改土归流的主体。改土归流往往以“废土”或“设流”告终，然而，从光绪中晚期

到北洋军阀统治结束为止，西南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经历了一段由弹压委员主导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

非“土”非“流”，在改土归流的百年历程中昙花一现，却在近代化进程中独树一帜。广西、云南、四

川、贵州等地区在清末民初，均派驻弹压委员，对土司地区进行改土归流，而滇西地区与缅甸交界，是

边境的重要门户，应对边疆危机、管理边疆秩序是滇西土司地区改土归流的重中之重，亦是滇西弹压制

度有别于广西、四川的独特所在。滇西土司地区弹压委员之于边疆守卫的重要意义，凌云忠在《清末民

初云南沿边山区的弹压委员——历史人类的考察》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地论述：以云南山地地理格局

和历史政治地理态势的特殊性为背景，论述了云南土司地区在边境危如累卵之时，弹压委员的设置对于

强化边疆治理和开发、宣誓国家主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文将重点放在了云南土司地区弹压委员的

设置过程及对边疆治理的意义上，而鲜少提及弹压委员对边疆土司地区的社会改革[1]。弹压委员虽属于

过渡性质，但在边境秩序的重构和加强方面，必须要对原先积弊的土司制度加以利用或者改革，才能起

到维持稳定的作用。清末民初的改土归流已不再只限于行政建置的变革，对于内忧外患的滇西土司地区

而言，边界守卫和边政改革应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本文在对滇西弹压制度进行梳理的过程中，着重分

析弹压委员在由“土”到“流”的过程中，对于滇西土司所推行的社会改革，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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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忧外患与改土归流 

云南地区地处横断山群，山区密林广布，瘴气尤为严重，内地官员若非贬官，极少愿意来此就任，

因此，“以夷治夷”的土司制度并没有因清中后期的改土归流而终止。土官不仅是朝廷在地方权力的代

理人，也是土司地区的“土皇帝”。晚清政府兵力短缺，财政空虚，只能任由土官在地方作威作福，虐

待土民，云南的腾越土司“呆昏侈虐，则推十合一，怙恶惟钧”[2]土民畏于土官权势“相率携男负女逃

缅境以如英者”[3]，苦不堪言；边地官员“请奏速改土司，酌设流官，以除乱本”[4]。土民怨声载道，

地方官吏义愤填膺，土官荼毒已搅乱了正常的地方秩序，“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5]。 
土司制度已是积弊颇深，然而边境外患更使滇西土司地区雪上加霜。滇西的腾越地区与缅甸交界，

其所属的芒市、盏达、勐卯、遮放等土司地区与缅甸境内的蛮莫、木邦和孟艮土司相连，腾越土司占据

了入缅的重要陆路通道，通过金沙江又可船行至缅甸新街，可谓边境的重要门户。但是，腾越边界地形

基本无险可守，边塞虎踞关、巨石关、万仞关等不过虚有其名，云南地方官对腾越土司的“化外之地”

弃之不理，边境仅在永昌城和南甸两处驻兵，戍边防卫形同虚设，边境管控松懈，摩擦时有发生，边境

土司“或内地相争，或为中国征伐，或被缅甸与邻邦人入寇。时而称尊中国，时而背中服缅，时而复向

中缅称臣纳贡”[6]，也有边地土民若难堪繁重赋役，则大批迁往缅甸，或重罪土官为躲避制裁，潜逃缅

境。边境土司经常摇摆于中缅之间，清廷对此难以管控，边境问题日益恶化。 
十九世纪以来，列强利用西南土司地区边政废弛，边界管理松懈，以临界的南亚、东南亚为前哨，

采用武力和拉拢手段，掠夺资源特权，蓄意挑起叛变。土官暗通款曲，土民“铤而走险，辄酿外交”。

清廷畏惧列强船坚炮利的进攻和毫无节制的赔偿，“传谕边民，但与(外军)理论，勿令越界，不可开仗启

衅”[7]，不平等条约的特权本就将西南地区置于列强的势力范围之下，然而为了“固圉守边”，不得不

着手改革土官边政，“流官一设，则名正言顺，可以杜绝觊觎也。且诸土司庇我宇下，亦有辞可执以谢

之矣”[8]，如此，可将土司地区纳入地方控制，进而强化边境管理。但是，在清末民初，中央无力负担

远征的兵源财力，对土官势力一劳永逸的武力镇压，只是奢望，唯有按部就班地废除土官官阶，收回土

官权力，才能维护土司地区的安定。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颁布重新厘定官制政令，下诏各省整顿吏治，着重于官制调整和边防强化。

宣统时开始宪政改革，为了“扩充民治”，西南土司地区的改流提上了新政日程，“除湖北、湖南土司

已全改流官外，广西土州县，贵州长官司等，名虽土官，实已渐同郡县，经画改置，当不甚难”[9]。但

是“伏惟川、滇等省，僻处边陲，自非一律更张，不足以巩固疆臣，惟各省情形不同，办法亦难一致，

四川则未改流者尚十之六七……云南土司多接外服，似须审慎办理，乃可徐就范围”[9]。滇西土司地区

由于地处边境，改土归流难度较大，清末“改流”尚未完成，便已改朝换代。民国二年，北洋政府继续

推行地方行政改革，废除前清的地方行政机构，滇西地区废土改流势在必行，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李根

源率军进入迤西，处理当地土司改流事宜，这就使得弹压委员出现在了西南土司地区改土归流的过程之

中。 

3. 弹压委员与边境守卫 

“弹压”指武力镇压，但弹压官并不是正式的正式职官之名，负责带兵镇压，“弹压”一动一名，

都与“镇压”有关，“镇压”不论武力或是和谈，其持续时间有一定的阶段性，因此，弹压官这一官职

的灵活性较强。清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西南地区改流时，“弹压”和“弹压官”正式出现于改土归流的

进程之中。到晚期光绪年间的改土归流，“弹压官”也同样适用于改土归流之中。“弹压官”也称“弹

压委员”，地方政府派遣弹压委员代替土司掌管地方管理之权，弹压委员在司地推行县政改革，并兼有

抚绥镇压、安定边疆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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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是委任弹压委员最多的时期，云南在清末时遗留的司地较多，但只有十六个土司地区委派

了弹压委员，以永昌府腾越厅下辖的十土司地区最为典型。清朝后期，云南仍有澜沧江内的二十八家土

司尚未改流，其中，滇西地区的土司多派遣弹压委员进行改流，比如云南猛烈“距州窵远，难于遥制”

[10]则增设弹压委员镇抚司地。民国初年，随着清朝的覆亡，各省自立，开发和重建化外土司地区的统治

秩序，有利于军政府巩固新生政权和缓解边境危局。民国二年，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李根源率军进入腾

越土司地区，以开发边地、守卫边防为由，在腾冲府十土司地区设立弹压委员处理政务。 
固圉守边对滇西改土归流而言，无疑是重中之重。清朝后期，清廷对边界控制松散，给觊觎西南领

土的英法列强带来可乘之机，英法等国利用缅、印、越等殖民地，对土司笼络贿赂，挑拨土司反叛，分

化边疆防卫。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为英法等外邦进入边境土司地区倾销商品、传播宗教、

掠夺矿产等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民国建元后，虽然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但边境形势仍未好转。边境地

区土司叛变、教案频发、汉夷矛盾等长期存在，导致西南大门一触即溃。 
德钦土司位于滇藏交界，属藏民定居区域，土司和喇嘛共同管辖，光绪三十一年，驻藏帮办大臣凤

全下令减少喇嘛入寺数量，引起了当地喇嘛和土司的不满，僧众当即烧毁当地的天主教堂并杀害两名传

教士。此举引来清军武力镇压，并烧毁德钦喇嘛寺，罚款重修天主教堂。为防止该地僧民再次暴乱反动，

地方政府派遣防军戍守，同时，委任夏瑚作为弹压委员进驻德钦。猛烈土司设置弹压委员也是在平定土

司叛乱之后。德钦和猛烈发生叛乱的最大原因便是地方政府对这里的控制羸弱，德钦所属维西厅多年不

行巡视检查之举，猛烈所在元江府地处偏远。叛乱之后弹压委员的设立，抚慰土民和安定地方为先，促

使土民适应和接纳汉官的管理，这可以将偏远的化外司地逐渐归入地方政府的管控之下，进而为设县打

下基础。 
另外，晚清开始，边界土司地区多受边患纷扰之苦，取代土官承担防卫边境的重任则归于弹压委员，

只有安定边境才能为实施新政改革提供稳定的环境。因此，边境司地上任的弹压委员必会与邻邦和外族

划清界限，宣誓主权。光绪晚期，夏瑚阿墩子弹压委员任职的同时巡视怒江、独龙江等土司地区，该司

地常因归属模糊而遭到英缅频繁入侵，夏瑚遂委任当地头人为基层地方头目，以确认清廷在该地的统治

和归属主权。英缅外邦便不能再随意进犯大清国的土司地区。弹压委员对于基层的管控也可延伸至此，

开发地区与守卫边界一举两得。 
由于云南土司牵涉边界问题甚多，而且多为地处偏远、土民蒙昧的土司地区，因而弹压委员的设置

与安定边疆、开发司地有很强的关联性。云南军政府成立之后，云南革命军第二师师长李根源率领军队

进驻迤西，计划将腾越府土司改为七县，此快刀斩乱麻的计划引起土司抵抗，后与蔡锷等人的商议之下，

先设“干崖弹压委员、盏达弹压委员、陇川弹压委员、猛卯遮放弹压委员、芒市猛板弹压委员各一缺，

共五员，秩权视知县，均直接隶属腾冲府”[11]。土官、流官弹压一并治理地方。由于腾越土司和缅甸、

越南交界，弹压委员兼有“交涉委员”之职，可调遣“国民军抽拨防兵三十名”[11]。云南土司的改土归

流“自是百年大计”，派遣弹压委员是土司变迁为县的初步尝试，而且对调和边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 弹压委员与边政改革 

清末民初，以改土归流为目的，西南各省地方政府在革除土司权力之后，先“设弹压委员，从事于

审理诉讼、设立学校、振兴实业、筹办警察诸端。使土司辖区方，渐与内地人民受同等之法治”[12]，其

后才将弹压地区逐渐升为流县。改土归流不是一挥而就，是对土司社会渐进式的革新重构。 
夏瑚作为弹压委员到任阿墩子以后，首先便对怒江地区开展实地勘察，提出了“治边十条”：“一、

建设官长，以资分治；二、添兵驻防，以资保卫；三、撤退土司，以苏民困；四、剿抚劫匪，以除民害；

五、筹费设学，以广教育；六、治平道路，以通商旅；七、广招开垦，以实边地；八、设关收隘，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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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九、改征赋税，以裕经费；十、扶植喇嘛，以顺與情”[13]。此外，弹压委员任职后大多会查核户

籍，根据户籍和地方管理单元调控赋税的征收，比如免除“门牌钱、火塘钱、农务结、酒结、店结等”

[14]。 
“弹压”为由土到流的一个过渡阶段，实行弹压的土司地区面对的内外情势迥然不同，因此向流县

的过渡也因势而变，牵涉到多方力量，也是众多势力的制衡。 
民国元年李根源率军进入腾越府，对腾越土司改流时遭到了土司的反对，遂将这些偏远之地暂时改

由弹压委员管理。弹压委员“就近则为镇慑之资，远则为经营之备”，在其辖地内管理“教育、实业及

各行政”。民国元年，云南共在十二处土司地区委派弹压委员，其中龙田地方、老鸦关、周化镇弹压委

员上任后不久即被裁撤，而剩余八处(猛烈弹压委员在民国二十一年直接改为县制)弹压地区，在民国三年

到民国五年之间“奉中央令改弹压委员为行政委员”[15] (德钦行政委员、勐卯行政委员、盏达行政委员、

芒遮板行政委员、苴却行政委员、泸水行政委员)，因行政委员在滇省早有设置先例，而且“行政委员事

权重而责任专，数年于兹内治边防，裨益非浅”，弹压地区经过重新划分合并，组成六个行政委员地区。

以阿墩子弹压委员对比来看，夏瑚自光绪三十三年担任弹压委员以来，虽著有开发怒江地区的十条方法，

但并没有奏效，边界也没有得到更牢固的防卫，宣统三年便调至川边科麦县。弹压委员既非专官也无专

权，难用一己之力改革土司地区多年积弊。行政委员的上任不是腾越府一地现象，而是民国初年云南边

地的一大政治改革趋势。民国五年，怒江边区的上帕、子罗、菖蒲桶殖民公署也都改设为行政委员，与

腾越等地互相补充，守卫边地。行政委员的设立与民国初年各地情况密切相关，弹压委员始终难以缓和

边患，地区仍未开化，地方政府不得不设置更为有效的地方管理方式，并派遣相应的管辖人员，行政委

员就是在弹压基础上“查漏补缺”而成，向县制的过渡更近了一步。 
行政委员的任职并不是改土归流过渡的终点。民国初年，各省军阀混战割据，民国十七年龙云被委

任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继续推进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颁布“土司袭职不再加委”的政令，并在各土司

地区设立设治局，八个行政委员任职的地区改立为七个设治局(德钦设治局、盈江设治局、莲山设治局、

陇川设治局、瑞丽设治局、潞西设治局、泸水设治局，苴却行政委员升为大姚县)。设治局内设局长一名，

权责与县长相似，局内机构和辖地范围与行政委员时期相差无几。设治局的确立是云南新军阀对于改土

归流的又一次尝试，其主要目的是在土司地区推动省政府政令的实行，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 
从弹压委员到行政委员再到设治局，地方政府不断尝试着加快改土归流的进程，同时可以兼顾边疆

防卫与政令传达，然而，民国政治局势风云莫测，政府对改土归流政策的转变过于频繁，往往还未收效，

就有政治变动和局势变化，在此基础上又新设机构再次尝试。弹压委员、行政委员、设治局都是改土归

流的过渡，三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建县条件准备的充分程度。值得肯定的是弹压委员在任时期收缴土司印

信，土司权力束之高阁，再难形成与外邦勾结分裂之势。弹压委员代替土司掌权，迈出了由“土”到“流”

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滇西的弹压委员不仅有行政委员和设治局作为“改流”的下一环节，“改流”

也需牵涉到旧有的土司权势。民国元年，云南新军第二师师长李根源在腾越土司地区改流时，遭到土司

反对，遂与云南都督蔡锷等商议“不遽设县治，改行土流”，但是禁止土司虐待土民和随意苛派事项，

“土司若有不法行为，自应从严查办，以昭公允，而彰法纪”[16]，相当于限制了土司的一部分权力，同

时委派弹压委员“设法推广教育，以期潜移默化，徐图改进，依次举办实业、交通、团保、警察各要政”

[16]，形成土流并行的过渡阶段。在此阶段内，弹压委员在司地展开县制改革，而地方政府则有时间商妥

废除土官的计策，“然后裁撤土司，改设县治，自无问题”[16]。事与愿违，腾越土司地区由弹压委员到

行政委员再到设治局，地方行政机构和行政长官转换不停，土官家族的权势依旧稳如泰山。土司根基牢

固，外来弹压委员职权轻微，根本无法动摇土司在地方的权力。整个民国时期，腾越土司地区都保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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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并行的管理模式，导致以弹压委员为代表的流官推行改县新政收效甚微，向地方政府告状也于事无补，

土司在地方的影响越来越大，日军进驻当地都要拉拢土司，直到建国以后，这些土司地区才改为县制。 
“改流不撤土”多是地方政府顾全大局或畏于土司权势，在废除土司和终止土司世袭的地区也会产

生土司势力复苏的现象。这与清廷留存下来的怀柔态度有关。对于土官的怀柔有利于促进地方团结，而

且建立流县时所受的阻力会相对减少。为巩固边防、安定蛮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一直都以抚

绥、羁縻为主，地方政府不仅派遣流官管理地方，更注重和土官关系的协调，因此“改流不设土”才会

存在。土司和弹压委员在地方自行其是，当然，双方也会因为权力重叠或利益受损而产生冲突。 
弹压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管理体制，必定会牵涉到多重因素。清末民初的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

导致改土归流必得在多方力量的制衡下进行。而弹压委员刚好处于这中间的过渡阶段，既是县政改革的

先驱，也不得不向旧有土司势力有所妥协。 

5. 结语 

清末民初，国内政权更迭，边外强敌环伺，改土归流为必然之势。改土归流以建置流县为根本，因

其特殊的时局环境而与历代改土归流有所不同：地方政府“改土”的方式侧重于收回土司特权，而非罢

免或惩处土官；建立流县的过程不单单局限于推行新政，更兼有守卫边疆安全之责。在“改流”地区派

驻弹压委员属于改土归流历史上的创新之举，而弹压委员的行政也是这一时段改土归流特征的直接反映。

弹压委员的委任，旨在维持边境安定，那么，便不应该只限于行政建置的变迁，更值得关注的是弹压委

员施行的边政改革，而边政改革则集中体现在了改土归流上，其产生的影响也需要从多重因素方面考量：

弹压委员变迁为行政委员、设治局，说明弹压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迈出了滇西土司地区“改

流”的第一步；但是“改流不撤土”，也反映出改土归流无法一击即成，需要一段渐进的过程。弹压委

员和因其而生的弹压制度是具有过渡性质的，其有利于维护滇西边境的稳定，同时，也促进了土司地区

尽快归入正式的地方行政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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